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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钝翁 

Jwlu 

 

我的父亲，因排行二七，人称七阿公，七老爷。六十年代土改运动后，家产没收，他只能自己种地。

常穿着一件洗得发黑的大布白挂，踏着一双烂布鞋，赤脚光头，扛着一把锄头和一个木杈子在荒山路

边挖刺藤作柴火。一天到黑很少说话。下雨天就借些书回来，跟我们一起读。所借的书多是小说一类

的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岳飞传》、《西游记》等等，也有《孔子》、《孟子》、《幼学》

和一些历史故事之类的书。还有些医药方面的书，从那些医药书上，他抄录了很多偏方。他的毛笔字

端庄楷正，就象刻印的一样。抄录的药书封面上都署名钝翁，别人问他什么意思，他只是笑,而不答。 

＊  ＊  ＊  ＊  ＊ 

父亲为人性情谦虚和蔼，心地善良， 生活及各方面都较节俭，加之经营有方，家产在四十年代已经

扩大到两百多亩水田和四处房地产。我父亲因能写会算，除在家收租管业外，经常坐着轿子被人家请

去写那买卖田地、房屋的契约。他为人正直，讲信义，在地方上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哪里若发生了

民间纠纷、邻里矛盾，都请去主持公道，经他调解和好如初。他乐善好施，远近几十里地方的路桥他

都参加义务捐修，如从前修建的靳江河上的江湾桥和港口桥，桥档的碑誌上都刻着我父亲捐了很多银

元的纪录。他虽是个财主老爷，待人却非常宽厚和气。很多人都说他平日在路上走，看见别人推的土

车子跌到坑里去了，他都会卷起衣袖弯下腰去帮助别人拉上来。叫化子到了家里时，总是要家人多给

些钱米。一个姓乐的老人回忆说，解放前那时侯他家里穷，没有田地和手艺，有四个孩子，一家人吃

穿完全靠捕鱼虾和讨米为生。有次他鱼没捕到一条，他老伴米也没讨着，家里孩子饿得直哭，只好去

求我父亲。父亲看到那情景，一下子借给他四斗米(约六十斤)，叫他以后捕了鱼再还来。可是他一连

两年都还不起这四斗米，他说当时真不好意思面对我父亲，而父亲见了他却说你还不起那点米就算了

吧。乐老倌说他一直到解放都未还那米账，土改复查时农会的人叫他去斗争地主，他说，“斗别人可

以，斗鲁七阿公我没面子。”说完还连连称赞，“七阿公，好人，好人!”还有一个姓周的人家，主

人叫周桂七老倌，是个残疾，做不了什么活计，也是穷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又有老婆孩子要生

活。七老爷给这个人家盖了三间房子，并每年给他十几担谷子，叫他做些看山守鱼塘的事情。 

我有个远房伯伯鲁涤平是国民党的陆军上将，任过三省主席，他曾再三要我父亲武汉财政厅管理某处

的关税。可父亲不愿为官，宁愿当个老百姓。地方的人都知道我父亲有个大靠山，但他从不以此炫耀，

更不仗势欺人。人们一看见他总是尊敬的称呼七老爷。可以说，在宁乡靳水四乡这片土地上，当年我

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很有威望的绅士大爷。 

我父亲一生诚信仗义，淡薄钱财，注重亲情。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当他得知自已的外

甥也是我表哥成从修夫妇因为参加了共产党，关押在长沙监狱而被判处死刑时，连夜乘轿子赶到长沙

市，找到当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堂兄鲁涤平请他保释成从修夫妇二人。他堂兄碍于兄弟情面，又不便自

已出面，当即写信托在湘潭驻防的国民党旅长鲁渭平（也是我父亲的平字辈堂兄）设法救人。我父亲

通霄未眠，带着省主席的信又急忙赶到湘潭找到了这位旅长，经过几天周旋，终于将成从修夫妇救出。

这次救人，除自已劳神费力外，光上下打点，求情送礼花费银元就有数千元。成从修夫妇出狱后，继

续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工作，解放后他接管湖南省交通厅工作，五十年代任省交通厅厅长数年，离休后

仍担任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协常委一直到死。表哥对舅父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已，八旬时谈起对舅父的怀

念仍老泪纵横。 

我父亲救助贫困不分亲疏，他不仅供自己的外侄成从修、外侄女周忠群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的

全部学杂费，资助外姓人也一样。现在有一个叫蒋沛昌的老人已经快九十高龄，他是南京某单位的高

级工程师，他在宁乡四中百年校庆纪念册上写道，他小时候家里穷，读书的时候就得到过鲁惜英老先

生的无私资助，使他后来学业有成。 

＊  ＊  ＊  ＊  ＊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首先农村对地主实行减租退押。减租是佃农租种东家的田，租谷由每亩两担改

为一担半，佃田时东家收的押金全部退还给佃农。拿不出现金就用实物作抵，我家那么多田，一时拿

不出这些钱，只得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如家中的各种摆设，好的家具和家中的存粮连同妇女的首

饰，还有三副棺材板都做抵退了。随即是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地主的一切财产，废除一切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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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交出地契房契。我们两家一夜之间从大院的上房搬到下面的杂屋居住，而且每家限定两间，每户

仍留一点口粮田自己耕种。 

人民政府分了几亩田给我们。这田就是由二哥和三哥学着种，十三四岁的孩子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事，

只好跟别人学。说起政府分田，当时土改工作组考虑到我们家的大姐姐是地下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

在省城里工作，给予照顾就分了三亩多水旱无忧的好田。可是还未种上一年，就被一个姓蒋的人硬逼

着要兑换，父亲当时不想兑。无奈姓蒋的有个亲戚在乡政府当秘书，派了两个民兵来说不兑就把父亲

捆起来关到乡政府。没办法，只得让他把这几亩好田兑去了。所以尽是些土质差又干旱的田，对於我

们来说既无种田的技术又欠劳动力，也没有生产成本，耕种一年每亩仅收得三百来斤稻谷，完成国家

的征购任务后，就所乘无几了。家里还有我们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都要先后上学读书。 

半年后复查运动一开始，我们两家更是被从高墙大院的上港口赶了出来。我们一家人被赶到一个叫松

山塘的荒山冲，住进了一间头顶望见天，地上踩出泥来的烂茅草屋。大人们跟别人讨来几捆稻草铺在

潮湿的地上，几床稀烂的棉絮铺在草上，全家大小八个人一个大铺。我父亲被关进了监狱，全家人从

此靠讨米为生。好心的人就是想施舍一点米都怕被别人看见而受连累。那时施了米或饭菜给地主若被

人发现举报到农会，就会被认为是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也要抓起来受斗争。所以，大部分的人

不敢给地主施米，施饭。我们一家人天天讨米都难以填饱肚子，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掉入了地

狱。手执梭标马刀臂戴红袖章的民兵不时把我两个妈妈拉去斗争。寒冷的冬天，一个村或几个村的村

民被集合到一起开大会，把她们的衣服脱得只留一层单衣服，露天里吊在三叉架上，逼她们交出家里

的金银财宝及贵重物品（实际上早已没有半点值钱的东西），不开口就用鹅弓刺抽打。特别是他们把

我十二岁的二哥哥抓起来，在那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脱光衣服吊在露天中，一边拨冷水一边打，逼他

说出家里金银藏在那里。可怜他哪里知道什么金银财物放在哪里，又怎能经得起那样的拷打，实在受

不住了，只好胡说道家里的钱就藏在大院右面的侧门口墙壁内。于是民兵们马上就拆墙挖壁，可是墙

壁被拆了很宽，屋脚也挖了很深，什么也没有挖出来。那时候我父亲早已被民兵关起来，白天斗，晚

上斗，为了搞他那根本不存在的钱，他们挖空心思改换斗争方式，他们不让父亲睡觉。白天晚上轮流

斗。一次，他们用一根铁丝将父亲的耳朵穿起来，铁丝上吊一把几斤重的柴刀，那耳朵怎能经得起，

立刻被斯开，鲜血不断往下滴。那些人又用生石灰往伤口一散，痛得父亲晕死过去了，一瓢冷水泼过

来，醒了又继续吊打。父亲的耳朵至此残缺。残酷程度骇人听闻！就这样斗争了几十天后便关进了牢

房。 

大妈妈在家也好不到哪里处，隔三差五抓去吊打，最后把手脚也活生生地打断了。二月间天天是阴雨，

一天深夜却雷鸣电闪，雨更加大了，烂茅屋里面也是到处漏水，我母亲起来帮大妈妈从床上接过小便，

又拿了桶子及几个烂盆子去接水，事后再也睡不着了，只听得大妈妈不住的呻吟，后来又抽泣起来，

过了好久，她用很低的声音喊我母亲，说道，“孩子妈，我是不行了，你就费心拉扯这一群孩子吧。”

我母亲安慰她说，“孩子大妈，你不要悲观，明天就去请个郎中来帮你把断了的手脚接好，养上几个

月就恢复了。”大妈妈叹了口气说，“如今哪里有钱诊治？哪个又敢来给我诊治啊！” 

第二天，仍然是细雨蒙蒙寒气逼人，家家关门闭户，大部份人都坐在自己家里烤火闲聊。可是我家里

的大人却一清早就出门讨米去了，只有我和最小的姐姐由于年龄太小没有跟着大人一起去讨米，便在

隔壁的邻居家里玩。已经是下午了，清早出去讨米的大人还没有回来，我们没有吃中饭，自然饿极了，

同时还想起瘫痪在铺上的大妈妈，两人便跑回屋里去看看。当我一回家就到屋后边的茅厕去小便，我

刚走到屋后面便吓得喊不出声的大哭。听到哭声，隔壁的傅六阿公、蒋七公急忙赶来一看，只见大妈

妈面朝下，背朝天和衣淹死在刚挖好准备做粪池的水池里。大妈妈是自寻短见而死的。她的手脚在斗

争时被打断了，整天睡在铺上动弹不得，饭要别人喂，屎尿要别人接，所以还不如自行了断。几个邻

居老人拿来一把耙头，一根绳子把她捞上来，摊放在门板上。我两个大一点的哥哥上别人家磕头，讨

来几块木板，请了两个木工师傅即刻动手，做了一副薄棺材，将尸体装殓了，她娘家也不必去放信，

因为是地主不能走动。晚上全家人都回来了，父亲也从牢房里放了回来，全家人欲哭无泪，也不敢哭。

默默地陪着死者静坐了一夜，那静坐是无声的恸哭，那静坐是无限的悲伤。第二天屋后的荒山上多了

一丘新坟。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终日在恐惧中苟延残喘，在饥饿中艰苦煎熬。 

父亲当了几十年的财主，也做了十多年的穷人，到了晚年真是一无所有。他是一九六零年过苦日子饿

死的，死的时候一双布鞋踏得只剩一节底了。后来我们才明白了他抄本上那个钝翁名字中的钝字是背

时的意思。 


